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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2000字）
农村城镇化滞后于农村工业化和农村经济发展，是目前长江三角洲农村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重要障碍性因素。研究发现，长江三角洲农村城镇化滞后的状况比全国其他许多地区更为突出，在苏南地区，1997年的实际城镇化水平为37.75%，而根据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区域城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模式计算，在同等经济实力的情况下，同期苏南地区的理论城镇化水平应达到61.33%，两者相差近24个百分点。这种情况，在上海大都市郊区表现得尤为显著：不仅人口城镇化滞后于从业人员的非农化，而且乡镇工业的城镇化转型更为滞后，也即以乡镇工业为主体的非农化产业向城镇集聚明显滞后于农村工业化、非农化水平。这种状况无论与中西部地区比较，还是与东部地区的北京、天津相比较都极为明显。

导致农村城镇化发展滞后的原因，既有宏观政策等外部因素的作用，也有农村区域内部自身发展中的原因。随着外部环境的不断改善，农村区域内部自身因素对于城镇化滞后的影响愈益明显：首先，乡镇企业空间布局过于分散，是农村城镇化滞后的直接原因。在乡镇企业发展的初期，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销售的“三就地”，以及乡•镇、村、队、联户和个体“五个轮子一齐转”的结果，在地域空间上，即形成“村村冒烟，处处布点”的高度分散格局。这种状态一旦形成，若要进行存量布局的调整，其难度则超乎寻常。其次，人的自身行为的影响也极为重要。依据问卷调查结果和实地调研发现：作为推动区域发展的主体的“人”，其年龄与学历、对“故土”的依恋程度、“人际关系圈”构成、日常活动空间及其行为方式等，均对“人口城镇化”和“生活方式城镇化”带来深刻的影响，成为农村城镇化能否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中，从日常生活活动空间来看，在选择“与自己的生活最为密切的区域①”之时，在被调查人员年龄偏大、学历偏低的上海郊区马陆镇，“自然村”成为大多数人的首选；而在被调

查人员年龄相对较轻、学历相对较高的苏南地区塘桥镇和温州地区龙港镇，大多数人的首选区域是“镇”或“所在区”。由此可以反映出：与年纪轻的人相比，年龄偏大的农村劳动力的“故土”观念强，因而，“人口城镇化”的进程，在学历水平较高、年龄结构轻的区域，将会快于学历偏低、年龄偏大的区域。此外，近几年随着乡镇企业的转轨调整，一部分年龄偏大的农村劳动力，重新由“离土离乡”转为“返土回乡”，其中的原因也与“故土难离”的情结密切关联。   

农村城镇化发展滞后，其影响后果是多方面的：一是对乡镇企业趋向城镇集聚布局的吸引力减弱，难以促进乡镇工业富余劳动力顺利转向第三产业，导致农业劳动力比重连年抬升；二是影响内需的有效扩大；三是不利于乡镇工业市场环境的逐步改善，最终对农村区域经济发展带来全局性和整体性的负面影响。

因此，加快长江三角洲农村城镇化发展进程，不仅需要用地政策、户籍管理以及行政体制管理等宏观政策的优化配套，而且更需要农村区域自身的关系协调与要素合理配置。只有将良好的宏观政策“外因”与农村区域自身强烈的城镇化需求和优化的要素配置“内因”密切结合，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农村城镇化。作为具体发展构想，主要包括四方面：首先，加快实现乡镇企业城镇化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鉴于对已有乡镇企业进行存量转移难度大的客观现实，可以通过改制转型、租赁兼并等形式，依靠村级企业的逐渐消亡、镇级企业的不断壮大，在地域空间上，促进乡镇企业趋向新工业区、中心城镇集聚布局。其次，加快农业产业化、集约化进程，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逐步形成以乡镇工业为龙头的“贸工农、产供销、农科教”区域一体化格局。第三，“人口城镇化”的多种实现形式共存并进。鉴于农村人口结构的多样性、人的需求的多元化，在推进“人口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可以通过“离土又离乡”的完全城镇化、“离土不离乡”的不完全城镇化、以及“兼土不离乡”的兼农化等多种实现形式的共存，促进“人口城镇化”的多样化发展。第四，实现人的行为、意识观念的城镇化转变。区域城镇化，不仅是物质形态的城镇化，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人的行为意识、精神形态的城镇化。只有以人为本，加强城镇文明建设，促进城镇居民、“农民→居民”乃至“流动居民”的良好生活方式、行为规范和道德观念的形成，才能真正确保农村城镇化的顺利实施和长期稳定发展。 

①  在实施的调查问卷当中，设定了“自然村、行政村、镇、所在区和所在市”这样的五类区域，要求被调查人员根据自己日常生活与此五类区域间的密切程度，按照“最密切”→“最不密切”进行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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